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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创方式上，中国古代戏曲、小说有同一题材辗转相沿、反复摹写的传统，这种模式对

拟话本写作的影响值得探讨。在宋元说话的口传阶段，文言小说就是话本故事的主要来源，如

《醉翁谈录》提到的《太平广记》、《夷坚志》、《绿窗新话》等。到了文人编创拟话本的时期，依据

文本的二度创作成为主要的编创模式。因此，至今难以确定究竟哪一部拟话本集才是完全出

自文人的独立创作①。明末拟话本的编创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个是依据宋元旧本和文言小说改

编，文学性相对较强，如“三言”、“二拍”中的大多数篇目；另一个是根据时闻、邸报、野史方志

编写，风格近乎史传，如《型世言》、《珍珠舶》等。后一种编创方式继前一种兴起，两者又有互相

交叉的情况。清初，白话短篇小说传统的编创方式遭遇了窘境。“三言”式的编辑旧篇方式，因

取材问题而难以为继；文人拟话本议论时政、“羽翼世教”之类的抱负又可能触动文网②，这迫

使小说家敛手裹足，不敢面向现实。李渔“无声戏”的小说观念为拟话本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是对拟话本编创方式的革新。这种方式由李渔的个性和曲家身份所决定，也代表了清初拟话

本发展的新方向。“无声戏”说突出了创作的游戏性和主观性等文学本体特征。从李渔的创作

实际看，它有两重含义：一是利用对戏曲程式的模仿和反向建构，只是“小变其形”就使其小说

取得翻新出奇的效果；二是“以文为戏”的游戏态度，化解史传意识和文以载道的沉重负担，把

小说变成展示个人才情和情趣的自我世界。

王 昕

“无声戏”是李渔的拟话本小说集名，同时也代表了他的拟话本编创观。在清初，拟话本写作面临的问题是素材的缺

乏，以及取材视角的趋同于史传。李渔“无声戏”小说观念把“词家讨便宜法”移之于小说创作，依戏剧程式结撰故事，

用“小变其形”的策略解决拟话本素材缺乏的问题；同时，以“以文为戏”的游戏态度绕开史传意识、教化之风的束缚，

促成个性的张扬。“无声戏”之说对摆脱明末拟话本编创方式所带来的困窘状况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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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编创方式看拟话本的困境

“世代累积”是小说编创研究中时常用到的说法，本是指长篇小说的编创。其实白话短篇

小说和戏曲创作也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它指一个故事由可追溯到的祖本，逐渐变形和添加的

过程。这其中“内容”或曰母题是内核，它们基本都有可考的本事依据，研究者沿着“内容”这个

线索考察，就可以厘清故事基本的演进过程，从而阐释作品中层叠累积的历史文化内涵。这正

如郑振铎所说：“中国的小说，以讲史为最多，即非讲史，而所取的‘题材’往往是‘古已有之’

的。在当代的日常生活里取材的实在是寥寥无几。故研究其故事的来源和变迁，也和‘版本’

‘目录’之研究，有了同样的重要性。”③这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作品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拟话本

的编创也是如此。自上世纪30、40年代以来，话本小说研究的热点之一即本事考证，这项研究向

人们揭示了故事流传过程中，各时代对待同一题材不同的价值考量以及编创者的个人趣味。孙

楷第概括本事考证在小说研究中的作用为：“征其故实，考其原委，以见文章变化斟酌损益之

所在。”④自孙楷第《小说旁证》和谭正璧《三言二拍资料》问世以来，拟话本本事考证不断取得

新的进展。以目前成果看，其他几部重要的拟话本小说集，如《西湖二集》、《型世言》、《欢喜冤

家》等，都有了较翔实的本事考证，为我们从宏观与微观角度考察拟话本的总体编创情况，提

供了研究基础。综合学人的研究成果以及明末清初拟话本编创的实际，可总结出以下特点。

（一）各种拟话本集的编辑成分要远大于创作。详细深入的本事研究，证明拟话本的取材

多源于对前人文本的改编。拟话本以追求故事的趣味性为主，需要丰富的素材积累作后盾。取

材来源成为困扰明末清初拟话本发展的大问题。在编创观念上，拟话本就是一种缺乏原创的

文本。现在所见到的拟话本集，有十之八九可以考证出其本事来源。从口头流传的宋元话本开

始，说书艺人就喜欢强调故事中的人、事俱有本事依据。《警世通言》卷一〇《钱舍人题诗燕子

楼》：“虽为翰苑名贤事，编入稗官小史中。”《醒世恒言》卷一三《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原系京

师老郎流传，至今编入野史。”这种借助典籍以及文本的权威性以抬高身价的方式，在文人编

创的“三言”、“二拍”中也得到延续。除了编辑宋元旧篇而外，“三言”、“二拍”中的绝大部分篇

目皆有文本依据可考。谭正璧1963年成书的《三言二拍资料》辑集较为充分。120篇的“三言”中

只有9篇未找到正话资料⑤。78篇的“二拍”中，只有12篇未寻到正话出处。谭先生怀疑这12篇中

有2篇出自《许公异政录》⑥。孙楷第的《小说旁证》和韩结根的《〈广艳异编〉与“二拍”———两拍

蓝本考之二》又考证出其他3篇出处⑦，则“二拍”只有7篇尚未找到本事来源。未明出处的篇目

以讲述民间刑事纠纷为主，或许出自当时流行的珥笔录、公案书之类。戴不凡考证《西湖二集》

的34篇小说中有28篇“出自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间亦有采取

《情史》、《剪灯新话》、《辍耕录》等书”⑧，本事待考者有6篇。张安峰、陈庆浩分别对《型世言》的

40篇小说进行本事考证，找到出处者为29篇⑨；《欢喜冤家》24篇小说中编辑旧文或文字抄自它

书者有12篇⑩。这些本事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拟话本的原创性。凌濛初在《拍案惊奇·自

序》中称宋元旧本被“三言”搜罗殆尽，他本人只能杂取琐碎本事，另起炉灶，并在小说中将出

处略微交代一二。孙楷第《三言二拍源流考》曾根据凌氏本人的说法，以为“二拍”中的故事乃

是据稗史笔记中的片段短文创作出来，故赞凌濛初：“要其得力处在于选择话题，借一事而构

设意象；往往本事在原书中不过数十百字，记叙琐闻，了无意趣，在小说则清谈娓娓，文逾数千

……其功力实亦等于造作。自非才思富赡，洞达人情，鲜能语此，不得与稗贩者比也。”輥輯訛然而随

着研究的深入，如潘之恒的《亘史》、吴大震的《广艳异编》等作为“二拍”蓝本的“发现”，论者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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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认识到凌濛初“既没有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前人浩如烟海的稗史笔记或其他作品中爬

梳资料，也鲜有自己的新创之作，而是以当时人编纂的类书与文言小说集为框架基础而改写

的”輥輰訛。在某些篇目中，他的作用真有形同稗贩之嫌。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西湖渔隐的《欢喜冤

家》、陆人龙的《型世言》和周清原的《西湖二集》輥輱訛等拟话本集的编创上。

（二）明末拟话本的编创日益走向攀附史传一途。“据事实录”的史传意识束缚住了作者个

性的发挥，小说取材的视角往往离开日常人生，以史籍和文人笔记为源泉，叙事以道德判断取

代文学价值。这些弊病和偏颇正是冯梦龙编订“三言”时所力图避免的。冯梦龙认为拟话本的

表现范围和角度不同于经书史传，两者在表现领域和角度上应有明确的区分。小说“能表现史

籍所无法实录的种种社会现象和种种看法及愿望，小说可以弥补史籍反映社会现象的缺陷和

不足之处。”輥輲訛另外史传叙事的特点是目的性明确，笔法简省：“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

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輥輳訛这些特征同小说的文学特质相抵触。明末清初

拟话本受史传意识拘束，即使取材于近事也质木无文，缺少文学的趣味。其表现为：1.小说取

材的标准几乎等同于史传，其人则取帝王将相、文士缙绅以及被树为道德典范的孝子节妇；其

事则关乎军国大政、文人的修齐治平理想、以及以惨悴酷虐的形式表现出的道德事件。拟话本

作者不是从一个文学家的角度来记录或书写他的时代，而是从史家那里转借素材。如沈国元

编写的《皇明从信录》，系根据正德十六年陈建撰写的《皇明资治通纪》补订，是明末极为流行

的一部当代通史。《西湖二集》有5篇取材是书，《型世言》有15篇的内容同于该著。这样就形成

了拟话本内容雷同于史传的情况，如《西湖二集》所写的故事有8篇也被《明史》和地方志载入；

《型世言》故事合于史籍者达到16篇輥輴訛。这至少表明拟话本在取材方向上的偏颇。由于小说家选

取素材目光短浅、标准单一，还导致了同一题材被不同的作家反复传写。如《二刻拍案惊奇》卷

三《行孝子到底不简尸，殉节妇留待双出柩》写孝子王世名为父报仇的时闻，《型世言》二回亦

演之，后入《明史》卷二九七；《型世言》卷九写王原寻父的事，《西湖二集·忠孝萃一门》、《石点

头》卷三也都采自同一本事，后又入《明史》卷二九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宋元话本即使写历

史人物，也用文学形象来表现，如《史弘肇龙虎风云会》、《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等。2.小说叙事

手法上放弃了“补史传之穷”的文学视角，用道德判断和简略的叙事代替对个体生命的同情与

关注。“三言”中那些以当代人物为内容的小说，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沈小霞相会出师

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虽然也“明显地受到史传的影响”輥輵訛，系依据真人真事编写而成，

但其文字中所蕴含的丰富情感，却是为后来拟话本所无的。《型世言》、《西湖二集》等拟话本，

叙述故事尚史笔之简略，写人物无视其生命情感的价值，用僵化的道德评判取代人情事理。

（三）编创方式限制了拟话本的发展。作者拘泥于素材的原貌，满足于依事敷演，其编创模

式是被动的修补连缀，很少能在作品的布局谋篇、题材选择上体现精巧的艺术匠心。从本事研

究可以看出，拟话本在晚明时代思潮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未能如戏曲那样，成为引领风尚

的舞台。一些被目为代表明代新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的重要作品，多是转述前人文本中的

故事和人物，拟话本作者尚缺少自觉地呼应时代的创造力。如《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

庭红》，其本事来源有二。较近的是明人周玄日韦的《泾林续记》，更原始的祖本是唐代皇甫氏《原

化记》中的《魏生》。受现代人推崇的重商伦理、勇于冒险的贸易生涯等所谓的“晚明精神”，远

在明代之前就已出现。拟话本“所反映的可能并非当代现实，也非叙述者的主体特殊性，而是

某种文化特质———源于创作与传统的对话之中”輥輶訛。其他一些赞扬明人重商意识的名篇也非凌

濛初的创作。《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七《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完全是从嘉靖时人

蔡羽的《辽阳海神传》脱化而出，凌濛初基本没有添加独特的细节和意趣。这样的例子在《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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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和《西湖二集》中也可以看到。因之，不宜高估拟话本的时代意义和文学的独创价值。

二、“无声戏”说以及“翻转窠臼”、“小变其形”的结撰方式

身为戏剧大家的李渔首倡“无声戏”之说，有其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独特的个性因素。首先，

拟话本的编创困境需要新思路，“无声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取材方式；其次，拟话本的教化色

彩日益浓重，浸成风习，“以文为戏”则轻巧地摆脱了这套枷锁；再次，“无声戏”之说具有可操

作性。作为一位技巧派的理论家，李渔最推崇理论的实践性，“无声戏”之说就是将“词家讨便

宜法”輥輷訛移之于小说创作。李渔的“无声戏”观念，没有系统地表述为一套严整的创作理论，却在

他的小说文本中得到充分体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他将自己的第一部拟话本集命名

为《无声戏》。（二）他模仿戏曲角色设计小说中的人物，宣称“稗官是传奇蓝本，有生旦不可无

净丑”（《合锦回文传》素轩评语），还直接把小说中的人物称为戏剧中的正生、副末等角色。

（三）他在小说行文中直称作品是“无声戏”，如让看官“各洗尊眸，看演这出无声戏”（《拂云

楼》）等。（四）其小说中的情节人物大多是对传奇关目程式的模仿借鉴。小说故事的意取尖新，

正合乎他脱陈套、翻窠臼、“变旧为新”的戏曲创作观念。

“无声戏”作为李渔的小说观念，历来受到研究者的普遍重视。如强调“无声戏”“其实就是

李渔对小说创作的最根本理解”；认为它有助于作者主体性的发挥：“小说创作像戏曲创作一

样是营造‘空中楼阁’，可以‘幻境纵横’，也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小说的文体特点，打破了传统

的小说观对创作的束缚。”輦輮訛李渔小说创作的特点是取材方式的自由与创作主体性的强化，这

两点都同“无声戏”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具体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看待其意义：（一）一种技巧

主义的写作策略。李渔以戏剧手段结撰小说，把虚构故事、设计情节等手法引入到拟话本创作

中。“事无所本”、“凭空结撰”，虚则虚到底———这样的观念在以往的拟话本不曾有，戏剧创作

中却不鲜见，他只需要“小变其形”地移用过来，就解决了小说的取材问题。（二）“以文为戏”的

创作态度，促成了创作主体意识的张扬。文人创作戏曲多持游戏词坛的态度，李渔把它应用到

小说创作中，使他可以自由地将个人理想融入于小说世界。这种态度在清初拟话本创作中具

有代表性，如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也用“以文为戏”的态度表现史传题材，翻出小说新境

界。

“无声戏”的观念首先是结撰小说的技巧，它为拟话本提供了可操作的取材方式。如上所

论，在没有本事依傍的情况下，拟话本作者通常难以创作数量众多的短篇小说。清代出版拟话

本集约33种輦輯訛，其中比较高产的作者首推石成金，他“集著”40卷的《雨花香》、12卷的《通天乐》，

共52卷；其次是李渔，合《无声戏》、《连城璧》、《十二楼》共30篇、其余作家作品卷数在16回者只

有3位：古吴墨浪子搜辑的《西湖佳话》、徐述夔作的《五色石》和《八洞天》两部共16卷，以及草

亭老人杜纲的《娱目醒心编》。石成金的书刊于雍正年间，题《新刻扬州近事雨花香》，和《娱目

醒心编》一样缺乏文学的意趣，可以不论。《西湖佳话》虽较清新，却是民间故事汇编的模式，题

为“古吴墨浪子搜辑”，可见独创成分很少。李渔的拟话本以其出色的文学性和较大的创作规

模，在清初算是个中翘楚。不依傍本事而构思如此多的故事，显然与其“无声戏”观念有着绝大

的关系。

李渔论戏曲创作，强调利用“词家讨便宜法”。所谓“讨便宜法”是直接搬用受欢迎的模式

和累积下来的成功经验，它可以让作者“未经捉笔，先省一番无益之劳”輦輰訛。这是李渔作为技巧

主义作者一贯的原则，也是“无声戏”小说观念深刻的个人背景。明清之际，传奇创作的兴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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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过小说，传奇创作具有取材自由和情节关目程式化等特点。李渔把这些戏曲创作手法运用

在小说创作中。传奇的取材范围比较自由：“所用之事，或古或今，有虚有实，随人拈取。”輦輱訛在小

说取材上，李渔主张应当今人填今事，使人无可考证，从而避开了崇实意识的牵制；传奇叙事

有一定的程式性，它的编写依傍成规，有现成的关目技巧可资借鉴。李渔主张创作要借旧程式

翻新意，只在细微曲折之间增减出入，使人“但赏极新极艳之词，而竟忘其为极腐极陈之事”輦輲訛。

他的小说从戏曲关目中找灵感、翻新意，是依傍中的求新。

明清传奇多以大团圆的喜剧告终。其关目程式大致如下：第一出“副末开场”演说家门大

意；第二三出“生旦家门”，其后“关目上来”，“剧中的情节，则必然有赴任、考试、寄柬、离别、自

叹、赏秋、赏月之类”；结尾是“夫妇团圆、一门荣荫，或是表忠除奸；或是升仙入道”輦輳訛。这些程式

化的关目把创作中最受欢迎的部分固定下来，为编写传奇提供了程式化的写作技巧，使创作

者和表演者都有规可循。身为戏曲家的李渔，懂得模式和限定性正是可以凭借的资源。他强

调：“束缚文人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曲谱是也；私厚词人而使有才得以独展者，亦曲谱是也

……‘依样画葫芦’一语，竟似为填词而发。妙在依样之中，别出好歹。”輦輴訛从广义理解，传奇的结

撰套路、角色化的人物，也可视为像曲谱一样的内在限定。李渔的拟话本正是从戏曲程式中汲

取了灵感和养分。在具体方法上，可分为正向沿袭和反向建构两类。

（一）正向沿袭。传奇者，“非奇不传”。李渔模仿戏场关目就要把小说情节陡转巧合的幅度

和力度用到极致，出奇变相却又在传奇叙事程式之内。像《合影楼》、《夏宜楼》等，在结构框架

上是沿袭传奇“生———旦”团圆模式的小说；《鹤归楼》、《拂云楼》等则是搬用传奇结构中一生、

一旦的双线结构，以及冷热、悲喜、美丑等对比的手法结撰。小说对戏曲程式，既有结构大纲方

面的借鉴，也有具体关目上的灵活移植。《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中，刘藐姑和谭楚

玉在戏台上表演《荆钗记·投江》，借戏文抒发生离死别之情，曲终跳江死节，就是传奇中常见的

“戏中串戏”的程式，拿到小说中显得很新鲜。李渔还把角色化的人物施之于小说世界，其小说

的人物对话和内心描写都如戏中角色的台词，简洁外化。在人物设置上，依循着“稗官是传奇

蓝本，有生旦不可无净丑”的原则，读者可以根据观剧时的角色期待，轻松愉快地开卷阅读。

（二）反向建构。李渔小说中更为常见的是对传奇窠臼的反向师承方式，以“翻转窠臼”的

方法，来获得构思的灵感与喜剧化的效果。李渔创作尤重脱陈套、“脱窠臼”。窠臼、陈套者，也

就是戏曲的程式化叙事。同明清的大多数剧作家一样，李渔的所谓“脱窠臼”，指的是在细微之

处稍加改动、小变其形就能变旧成新，一新耳目。身为曲家，李渔的这些观点都是经验之谈，具

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他用美女换装来形容这种“小变其形”的创新：“仍其体质，变其丰姿。如同

一美人，而稍更衣饰，便足令人改观，不俟变形易貌，而始知别一神情也。”輦輵訛循着这样的思路，

他的小说主题往往是对流行模式的反向建构。如《人宿妓穷鬼诉嫖冤》写嫖客被妓女所骗的故

事，他在入话中就指出小说是为反对《绣襦记》、《西楼梦》等青楼故事旧套而作，故事用两性交

易的金钱本质揭穿了对“情”的幻想，毫不留情地嘲弄那些受妓女和戏文故事欺骗的痴愚者。

《男孟母教子三迁》将才子佳人故事套用到同性恋故事上；《众美齐心夺才子》将才子追求佳人

的凤求凰模式翻成众凰求凤的新局；《丑郎君怕娇偏得艳》颠覆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旧章，让

奇丑奇臭之阙里侯与三位如花美眷在嫌猜冷淡之中厮磨一世。正因有成法和阶梯可循，笠翁

小说才能稍更衣饰，就别出风神，大受欢迎。可以说，没有窠臼、程式，就没有李渔这些让人耳

目一新的小说。

“翻转窠臼”的反向建构方式，不只使拟话本在取材上波澜不尽，越翻越奇，还为李渔小说

带来独特的文人化喜剧风格。因戏曲之设乃在感发人心，哀乐要倍于常情，故李渔小说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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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极端性格和大起大落命运的类型化人物，如奇丑奇臭的阙里侯、运气坏到头的皂吏蒋成，

讨饭为生、处处无人施舍的乞儿“穷不怕”等等，这些角色身上的喜剧成分经过诙谐笔触的扭

曲放大，色彩格外鲜明。从喜剧精神出发，李渔作品总能在隐蔽的内心、痛苦的情感中寻到笑

料，即使是最微妙复杂、深蕴内敛的情感精神，在其笔下也能条分缕析成可视可闻、简单明了

的喜剧因素，最终纳入他的娱人歌笑之中。李渔声言“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我忧。举世

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风筝误》）他喜剧中的生旦并非传统的正人君子、至好之人，

他们口带科诨，心存机巧；故事中的“大事”也不是平番、救主，拜相封王一类十足完美畅快的

人生乐事。李渔用文人式的嘲讽迎合了“厌正而趋奇，嗜淫而恶悫”輦輶訛的社会心理，在他的拟话

本中，所谓的“大团圆”多是对世俗理想模式的贬抑嘲讽，他的人生乐境并非“天从人愿”、作善

降祥，而是人物向宿命低头、从“退一步”法得来的内心平衡。

李渔的喜剧不是熨帖周严地迎合着道德、习俗和传统。“翻窠臼”、“脱陈套”是一种逆向思

维的创作，它使李渔的小说别有况味。李渔小说秉持的是乐天安命的妥协精神，通过那些向命

运低头、向环境妥协而获得“幸福”的人物，向读者灌输着笠翁式的人生艺术和处世技巧。如

《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中那三位薄命的女性所秉持的人生观。这种喜剧掩藏着悲观的内核儿，

让人物在不可改变的悲剧命运里自寻乐地，以对人物精神世界的贬低，换取世俗意义上的圆

满。正是“无声戏”擅翻“窠臼”的喜剧精神，使李渔在有意无意之间触碰到了这一层人生的困

境。李渔式的喜剧精神之所以还有魅力，在于今天的读者可以在他“多买胭脂绘牡丹”式的媚

俗企图之中，发现实用主义的人生哲学，从喜剧中体味出几丝反讽的味道，看出那些大团圆的

喜剧主义中流露的悲观念头。

三、“以文为戏”对教化倾向的反拨

“无声戏”说更为重要的内涵是“以文为戏”的游戏精神对史传笔法的修正。李渔绕道而

行，一面抬高教化的调门，一面暗渡陈仓、偷梁换柱，打破了明末清初拟话本创作沉闷呆板的

局面。“以文为戏”本是保守文人维护文章正道的责人贬语，而明清文人标举“以文为戏”，则是

对个性与创造力的自美自诩。冯梦龙辑《古今谭概》专列“文戏部”，称“迂士主文而讳戏，俗士

逐戏而离文，其能以文为戏者，必才士也”，“视文如戏，则文之兴益豪”輦輷訛。李渔虽未对“以文为

戏”有正面论述，但正如沈起凤在《谐铎》中所说：“以文为戏，即以戏论文。”輧輮訛用“戏”的观念创

作小说，就是以文为戏，是主观精神的张扬与解放。

清初拟话本“在艺术表现方面呈现了一些新鲜而有意味的特色”輧輯訛，如形式自由化、内容趣

味化、人物世俗化、风格诙谐化等等。这些变化在本质上都可以视为个性意识的强化与游戏心

态的回归。在突破史传意识的束缚方面，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可为代表。《豆棚闲话》的取材

也以历史上的圣贤为主人公，但其立意却是作翻案文章，伯夷、叔齐，介之推、范蠡那一班往圣

先贤，成为小说调侃谑浪的对象，在颠倒成说的“游戏”之中，表现作者的现实义愤和嘲讽。酌

元亭主人的《照世杯》也突出了游戏为文的心态，故事主人公从正人君子变成了鄙俚庸人，如

“假才子”、“蠢佳人”辈以及靠粪坑发财的浊富财主。拟话本的这些新的创作风格皆可以归纳

在“以文为戏”的游戏心态之下。李渔的“无声戏”观念形象具体地阐发了这种创作心理。李渔

声称：“文字之最豪宕，最风雅，作之最健人脾胃者，莫过填词一种。若无此种，几于闷杀才人，

困死豪杰。予生忧患之中，处于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惟于制曲填词

之顷，非但郁藉以舒，愠为之解，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觉富贵荣华，其受用不过如此，未有

从拟话本编创方式论李渔“无声戏”说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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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境之为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輧輰訛这段文字概括了李渔以游戏心态创作的强烈主

观性和表现欲。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创作的游戏心态。李渔认为小说就是寓言，这种轻松游戏的心态部分消解了明末以

来拟话本创作中的史传笔法、载道意识。李渔小说也高揭教化之论，但填词乃游戏之作的观

念，修正了明末拟话本道德说教的褊狭、迂腐。他的幽默感让一本正经的告诫变了味道。从游

戏心态出发，李渔拟话本中的人物可以如舞台上的角色那样，迅速地变换社会身份和地位，故

事可以按照一定的程式变换架构和背景。谭楚玉一会儿是伶人，一会儿中科举做高官；不管是

战乱中离散的苦境还是太平盛世，人物都带着从容幽默、自私自利之心，按李渔的意志演出悲

欢离合的人生。在通常情形下，人物和故事是小说的灵魂，而这些因素到了李渔小说中都成了

随意转换的“可变项”。李渔的个人意趣成为高居艺术世界之上的最稳定因素。

（二）题材的个人经验化。据李渔称，他的30篇小说中，除《鹤归楼》、《合影楼》两篇分别出

自《段氏家乘》和《胡氏笔谈》，乃“借他敷演成书，并不是荒唐之说”外，“其余或者是记当时见

闻，或是凭空结撰，或者是自寓”輧輱訛。自寓内容包括把自己的经历和愿望具象为人物，如《合影

楼》中的路子由、《三与楼》中的虞素臣、《闻过楼》中的顾呆叟、《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

死节》中的莫渔翁等。这些人物折射了李渔的生活经历，表达着李渔的生活经验和处世哲学，

或庄或谐、或通达或执拗，无不有笠翁的影子在内。在顾呆叟和虞素臣这两个能看到笠翁影子

的人物身上，李渔安排了喜出望外的好运。了解了笠翁的生平，我们不难推知，在某种程度上

小说人物成为李渔向朋友伸手乞援的委婉手段輧輲訛。

（三）视小说为自我展示的手段和游戏人生的工具。李渔惯于把自己各方面的气质经历直

接具象在虚构的世界中。他热衷设计情节和场景，以人物命运印证他的意见。他沉浸在这种创

作游戏的快乐与满足之中，随意地处理小说人物和故事情节，并不在意外界的约束。如《鹤归

楼》里两对夫妻一荣一衰的命运；《妒妻守有夫之寡，懦夫还不死之魂》中费隐公和醋大王间的

两性“战争”；《变女为男菩萨巧》里拿婴儿的性别和吝啬鬼讲价钱的观音菩萨，诸如此类。在人

物设置上，“非特事迹可以幻生，并其人之姓名亦可以凭空捏造”輧輳訛。李渔小说中的人物大多个

性模糊，但却不分身份、性别和修养，时时宣讲着笠翁的生活哲学和立身智慧，直接承袭了明

清文人戏剧中自我书写的“表现性”。

孙楷第曾从编创层面上，探讨“无声戏”观念给李渔小说带来的局限。他认为李渔以戏曲

手法结撰小说，虽然解决了取材问题，但并没有处理好不同艺术形式间的转换。李渔小说的问

题在“其情节波澜，虽不虞匮乏；叙次摹写，亦殊无余裕。譬之于人，肌肤未充，骨相仅存；以此

自炫，讵为完美！”輧輴訛因为戏曲是综合艺术，剧本转化为舞台艺术之前还只是半成品，小说的特

点则在情节新奇之外，更须写情状物之美。“无声戏”之说虽可为拟话本解决取材过分依赖古

今载记的难题，使拟话本无素材匮乏之虞，但也抑制了文学特点的发挥。笠翁将其才情“徒张

皇于关目结构之间，一生精力，成就只此”輧輵訛，未尝不是一种遗憾。

在当代文坛，小说与影视剧孪生同产现象更为普遍。这种被作家们称为“套种”的创作方

式和李渔的“无声戏”本质上有相通之处。对“无声戏”观念的深入探讨或许能对这些现象的研

究有所助益。要之，从拟话本创作层面看，李渔的“无声戏”之说借助戏曲的理论资源与创作经

验，更新了小说创作的观念，对摆脱明末拟话本编创方式带来的困境具有现实意义。李渔以其

拟话本的创作成就显示了“无声戏”理论的价值，在清代说部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附和笠

翁“无声戏”之说者，如“潇湘迷津渡者”编辑的《纸上春台》、《笔梨园》两部小说集，“以小说为

无声之戏，笔下之梨园，纸上之春台，皆一义也”輧輶訛，惜原本残缺，难窥全貌。总之，李渔夸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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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才能和游戏为文的态度，在以写作为名山事业的创作语境中，起步虽难能可贵，但难以获

得持久的响应和拓展。在李渔身后，随着拟话本编创走向末路，“无声戏”说也终于湮没。

① 陈辽认为“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是《型世言》”。这一说法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受到质

疑。参见陈辽《〈型世言〉研究三题》，载《杭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② 据《清史列传·贰臣传》中萧震弹劾张缙彦疏，李渔《无声戏》曾被传为张缙彦所编刊，其中存在有意美化张缙

彦投降李自成事，言城破时他“吊死在朝房，为隔壁人救活”，称张为“不死英雄”。张缙彦于顺治十七年遭弹

劾后，被褫职流徙宁古塔，寻死。小说内容今不可见，然可知李渔似也写过关乎朝政的小说。参见孙楷第《李

笠翁与十二楼》，《十二楼·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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